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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大亮點，是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

市場」。這是〈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

定〉）中「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作用」的新原則1，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上的具體體現。這為中國土地制度的進一步改革指出了方向。土地制度進一

步改革的關鍵應該是：改變土地二元分割結構，實行不同所有制土地的同

地、同權、同價。在中國市場化進程中，要素市場的發育一直是塊短板，而

其中土地市場的缺失，已經成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結構性失衡的最主要的深

層次原因之一2。因而，城鄉統一用地市場建立問題的提出格外引人關注。

然而，中國城鄉統一土地市場的建立和培育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制度變

革。其中如何處理集體所有權與農戶承包權之間的關係是一大問題，不在土

地所有權上推進實質性改革，城鄉土地市場的統一恐怕會遙遙無期。

一　農地「所有權不重要」嗎？

中國現行土地制度最顯著的特徵是城鄉二元分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第十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

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也屬於集體所有。」這兩種不同所有制的土地具有不同的權利體系。農村集體

土地僅限於農用；城鎮建設使用農地由國家徵收，徵地按農地原用途補償，

有償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收入全部歸政府所有。也就是說，農民的土地權利僅

限於農用範圍，而城鎮化過程中農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以及由此產生的巨大

收益完全由政府掌握，土地所有者被排除在外。

以二元權利為基礎的土地制度決定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涉及兩個方

面的內容，用秦暉的話來說，就是涉及到「公與私」和「官與民」的關係。「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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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是指「農民集體」與其成員之間的關係；「官與民」則是國家與「農民集體」

的關係3。相應地，中國土地制度的演變也主要沿着兩條不同的基本路徑：

一是以家庭承包的形式、把各項權利從土地集體所有權中分離出來；二是在

農地非農化方面朝向另一個方向，形成城市土地供應上的國家高度壟斷，把

農村集體和農民排除在農地非農化之外。

農地制度演變的第一條基本路徑可以稱之為「農地產權化改革」。其基本

內容是以不改變集體所有制為前提，不斷賦予農戶對農地的使用、收益和轉

讓等各項權利，並在穩定承包關係的基礎上，把承包權確定為物權。對這種

改革的理據，張五常曾用「所有權不重要」進行解釋：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

開。將所有權保持為公有，可以維護「社會主義」的形象；將使用權作為私有

或「個體」所有，可促進生產及激發自力更生的意向。魚與熊掌，二者可以兼

得，何樂而不為4？相應地，最近這些年來，關於中國土地制度向何處去的

爭論，也由開始的以所有權為焦點，在一定程度上轉移到以產權為中心上，

即從堅持集體所有制還是實行私有化的爭論，轉移到在集體所有制框架內是

否應該繼續加強農戶承包經營權的爭論上5。淡化土地所有權的主張，如果

說不是主流的觀點，起碼也是當下關於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較為普遍的看法。

正因為所有權不重要，管它甚麼所有制。正如張曙光所說，「產權是公有還是

私有，是國家所有還是集體所有，並不是問題的實質和關鍵。重要的也許在

於產權的實施能力，在於處分權和收益權。」6

在廢除人民公社體制後，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之所以仍然需要保留土地

集體所有，除了由於改革的路徑依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原

因。因而，運用產權理論，以不斷虛化集體所有權的方式推進改革的做法，

應該說是富有機智的，這與當年鄧小平對姓社姓資不爭論有着異曲同工之

妙。這一過程雖然充滿爭議，但也總算不斷把農地改革推向深入。

但問題在於，所有權並非不重要。在通常意義上，對某一物品的所有權

是指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全面支配該物品並排除他人干涉的權利。在現代

社會，所有權確定財產歸屬、定紛止爭，起着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同時，

所有權又是現代經濟和民事主體存在的基礎。所以說，所有權是物權的核

心；在物權體系中，所有權最重要。

說所有權不重要，主要是指在現代企業制度實現「所有權」、「法人財產權」

與「經營權」相分離後，產權理論把所有權擱置起來，從而對一些經濟行為的

分析較傳統所有權理論更具解釋力。這不意味着所有權在物權中的地位無足

輕重。例如，公司制中的「法人財產權」應該是最能充分體現「所有權不重要」

的，股東投資形成「法人財產權」後便完全讓渡了自己出資的權利，完全退出

對「法人財產權」的控制，這給人的感覺似乎所有權是無足輕重了。但出資人

讓渡自己的產權，換回的是剩餘索取權，同時保留着對該產權的最終處置

權，所有權怎麼會不重要呢！問題更在於，如周其仁所說，「集體化經濟絕不

是農村社區內農戶之間基於私人產權的合作關係，就其實質來說，它是國家

控制農村經濟權利的一種形式。」7這就是說，集體所有權與農戶承包權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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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已經超出通常意義上的經濟關係，並非現代經濟學的產權理論所能夠

解釋的。

支持淡化農地所有權觀點的，除了經濟學上的產權理論，還有兩個重要

依據：一是現在城市的國有土地出讓制度；二是明清至民國江浙一帶的「一田

二主」產權制度。

城市國有土地出讓制度對集體所有制框架內的農地制度改革帶來的啟示

是：在城市出售的商品房所在的土地只有一定年限的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

這絲毫不妨礙商品房的開發，業主購房後可以自己居住、出租或轉讓。雖然

土地使用權有期限，但當下又普遍存在着對土地期滿後一定會續期的預期，

所以，對商品房業主來說，城市土地有無所有權似乎沒有甚麼差別。如此，

設想農村土地也如城市土地一樣，只要農村社區人口有了長期而穩定的承包

權，有無所有權或所有權是集體還是國家的又有甚麼差別呢？

198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把原先《憲法》第十條第四款規定

的「土地不能買賣」修改為「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這是現

行城市國有土地出讓制度的憲法依據。根據周其仁的看法，這套制度借重香

港的經驗，急急衝開了計劃經濟的禁區，但也造成「房、地分離」的格局，埋

下日後其他方面的麻煩8。對土地使用權出讓制度的「麻煩」暫且不論，即便

我們認為現行的這套制度是完美的，也必須看到，商品房購買者與農村社區

人口取得土地使用權的方式是不一樣的，這就造成城市土地使用者與農村土

地承包人與各自的土地所有者的關係具有實質性的不同。

無論是房地產開發商還是商品房業主，都是通過市場交易的方式取得國

有土地使用權的，這個市場大體上可以自由進出（特定時期限購除外），人人

平等，通過一手交錢一手交地，買賣雙方的權利義務履行完畢，或者用科斯

（Ronald H. Coase）的話說，產權關係確定了9。此後，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

土地使用權主體在行使該幅土地的權利時，作為土地所有權主體的國家就無

權干涉了（作為管理者的國家行使管理、監督的職責除外）。農村集體經濟組

織是一個血緣與地域合一的組織，所謂「集體成員」實際是農村社區全部人

口，村民憑社區成員權取得土地權利。平等享有村社區內集體所有的土地是

社區成員的權利，取得承包地不需要支付任何代價bk。社區成員權的獲得除

了緣於生死嫁娶之外，別無其他制度性通道；這就是說，村民承包權的取得

是基於一種身份的權利。如此，雖然集體所有的土地佔有權由集體轉移到村

民手中，但雙方的權利義務根本沒有「兩清」，而是處於一種剪不斷、理還亂

的狀態中。這一點，筆者將在下文分析。

用明清至民國的「一田二主」產權制度來論證加強當今土地承包權的合理

性，在學界較為普遍。如張曙光認為現在的農地又形成了一次產權細分：所

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三權分立，這三權與晚清至民國的清田、民田和客

田的產權結構很類似。他說，「既然歷史上有如此發達的產權分化和產權交

易，為甚麼今天不能向這個方向發展呢？」bl實際上，現在的承包經營權與晚

清民國時期的永佃權一點兒關係都沒有，想像中的產權細分似乎也難以複製

c144-1312012.indd   15 14年8月7日   下午2:48



16	 二十一世紀評論

那個時期的田面權—田骨權的徹底分離。所謂「田面—田骨二權分離」是指同

一塊土地上設立兩種產權，即永佃權和所有權，這兩種產權並行不悖，各自

保留着對各自權利的完整處分權。簡言之，無論是田面權還是田骨權，均可

以獨立在市場上交易，而交易時田面權主與田骨權主均無權干涉對方。這就

表明：雖然一田之上設立兩種產權，但這兩種權利有着明確的邊界；或者

說，兩權的關係是清晰的。

比較而言，承包經營權從產權角度上講是不確定的，因為「集體成員」不

僅包括現有的農村社區人口，同時也包括因生死嫁娶帶來的人口。所以社區

人口變化，勢必造成享有土地權利者的變化，如此，使得土地集體所有權與

承包權永遠處於不確定的狀態之中bm。即便無限期地延長承包期，承包權也

無法完全擺脫集體所有權。

二　城鄉土地市場統一的制度性障礙：土地集體所有制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許農

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

同價；縮小徵地範圍，規範徵地程序，完善對被徵地農民合理、規範、多元

的保障機制。

前面曾提及，中國土地制度主要沿着兩條基本路徑推進。與農地產權化改

革相反，農地非農化則朝向另一個方向，即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演變的結果

導致中國的農地非農化政策成了一種國家高度壟斷和政府全面管制的計劃經濟

政策。農民土地權利的保障和實現僅限於農地農用，農民土地被排斥在工業

化、城市化進程之外，使得徵地成為農地轉非的唯一合法途徑bn。近年來，

這種城鄉分割的二元土地制度已廣受詬病，文貫中的批評就很有代表性bo：

要素市場的缺失，特別是土地市場的缺失，顯然使產品市場，貨幣市

場，勞動市場，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相繼發生扭曲，進而引起經濟結構

的扭曲而無法自行調整⋯⋯可以說，經濟結構的扭曲和社會各群體之間

的矛盾正在快速向僵硬的現行土地制度集中，使現行土地制度成為中國

的經濟—社會結構性失衡的最主要的深層次原因之一。

正因如此，改革現有的土地制度不僅必要，而且還很迫切。怪不得〈決定〉

這一內容一公布，便引發了諸多的「猜想」。比如，農村宅基地可否上市bp；

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是否為農地上市開閘放水從而引發房地產市場價格泡沫

的破裂等。以筆者看來，這些猜想有點浪漫。且不論大量農地上市，僅就近

年來呼聲很高的宅基地上市，不要說一兩年，就算在較長的時間內上市也肯

定沒希望（或許少數地區「試點」能除外）。如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接受記

者專訪時明確表示，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方向是進一步擴大權能，賦予農民

更多財產權利，而不是指宅基地可以自由買賣bq。中國城市化存在着諸多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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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土地要素市場的引導。毫無疑問，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

用地市場並非不要規劃及土地用途管制，但如果要把〈決定〉提出的「使市場在

配置資源中起決定作用」落到實處，就必須改變完全依靠行政手段劃分「經營性

建設用地」和「非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情況。而實際上，不少地方已經在進行農

村宅基地的試點工作，從試點地區情況看，賦予農民宅基地上市交易的權利，

既沒有造成村民失去住房保障，更沒有衝擊城市房地產市場。不過，從國土部

官員的講話中我們應該明白這麼一個道理：在中國現有的體制下，所謂「城鄉統

一的土地市場」的建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另外，在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沒有得

到根本性改變的情況下，所謂「培育建設用地市場」就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周其仁曾說過：「明確而獨立的所有權是市場機制最基本的構造。」br筆者

完全同意這個觀點，而現行的農地集體恰恰是既不獨立，又不明確。我們不

妨問一下，土地集體所有制存在的理由是甚麼？

從集體所有制建立的目的看，它是作為私有制的對立面而產生的；從其

演變過程看，在進入高級社階段後，它就抹去了一切與財產權有關的東西，

把土地純粹作為共同勞動的生產資料。所以說，在集體所有制的框架內，根

本無產權可言，更談不上產權關係清晰不清晰。在人民公社體制被實踐否

證、「家庭經營」代替「共同勞動」後，「集體」這種無涉產權關係的性質並沒有

得到改變，因為從理論上說，農戶取得承包地屬於「包產到戶」，土地僅僅被

用於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勞動的生產資料；而集體也僅僅作為《憲法》第八條所

謂「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中「統」的層次而存在，它僅僅在農業生產上為

一家一戶「辦不好和不好辦」方面提供必要的服務。實際上，隨着農戶在生產

經營的自主權愈益加強，所謂的「集體」與生產經營也漸行漸遠了；如果說它

還有甚麼作用的話，充其量就是發揮農村社區公共組織的作用，而公共組織

與所有權主體的職能也會糾纏不清。

農戶承包權由於農村社區人口生死嫁娶等引起變化而造成不穩定的問

題，這裏不再贅述。需要補充的是，甚麼叫「集體成員」是無法界定的。「集

體」是由「集體成員」組成，「集體成員」是「集體」存在的前提和基礎。但關鍵

的問題是甚麼叫「集體成員」？作為土地所有者的「集體」指的是「農民集體」，

而「農民集體」當然由「農民」組成。判斷一個人是否「農民」，標準應該是他是

否從事農業勞動，即「農民」是農業勞動者。土地改革時期區別農民與地主的

標準是農業勞動，人民公社社員的標準同樣是農業勞動；人民公社體制被廢

除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農業勞動同樣是村經濟合作社社員的必要條件。

然而，隨着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入，農民不斷地把自己從土地束縛中解放

出來，「農民」離開土地不務農，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現象。如此，再以是否從

事農業勞動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標準，當然早已不合時宜了。由此，各

地紛紛出台了地方性法規以修改社員的標準，如2007年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對

原《村經濟合作社組織條例》進行修訂，把村經濟合作社社員界定為「戶籍在本

村」者bs，一來表明所謂的「農民集體成員」包括了農村社區全部人口，原本由

「耕者」享有的農村土地權利現在由全體村民平等享有；二來農村社區成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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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戶籍來確認：無論你是否居住在本村，也無論你從事甚麼職業，只要擁有

本村戶口，你就是本村集體成員，享有本村集體的土地利益。

以戶籍來認定集體成員身份這種現象或制度是否合理，我們暫且不論。

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所謂「戶籍在本村」也成了非常難以確定的問題。在城市

化過程中，由於城市規模的擴張，致使許多城郊農村被圈進城區，成為「市區

農村」。政府在徵地過程中，拆村併居、遷村騰地，以及實行住房「立（地房）

改套（房）」、小城鎮試點等等，這些做法使得市區農村中自然村落不斷消失，

出現了不同村的村民以及城鄉居民雜居的現象；同時，城鄉居民通婚，「農嫁

居」、「居嫁農」現象也普遍出現，這樣，使得不少市區農村出現了諸如「一家

兩戶」（一個家庭內具有農業與非農兩種戶口的家庭成員）、「混合戶」（一個戶

口簿內登記着農與非農兩個戶別）等現象，以及本村村民的戶口不在本村，別

村村民甚至城鎮居民把戶口遷進本村等現象。這就是說，「戶籍在本村」由於

失去了確定性，實際上也就無法充當「農民集體」成員的標準了bt。

把一群特定的人固定在一塊特定的土地上是集體所有制存在的一個前

提；而要素的自由流動則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僅此，就可以看出集體所

有制與市場經濟是難以相容的。如此，在培育土地市場的過程中，集體所有

制就是一道很難逾越的檻。

三　魚與熊掌如何兼得？

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另一個關鍵是如何確定土地的集體所有權

與農戶承包權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推進農地產權化改革的路徑，是強調和強化農戶的主體地位，並在此基

礎上穩定土地承包關係和規範土地經營權的流轉。這一過程也就是土地集體

所有權不斷虛化的過程。所以，在傳統的農區，隨着承包權產權化改革的深

入使得土地所有權變得無足輕重，村集體組織（村黨支部、村委會以及村經濟

合作社）的地位也不斷下降。但就處於城市化過程中的市區農村而言，走的路

向卻與此相反。

以筆者家鄉浙江台州為例，由於城市規模的擴張，不少村大量的土地被政

府徵收。根據政府的規定，每徵一幅地，均把按徵地總量的8至10%（實際都是

10%）的土地返還給村集體作為村發展用地。近些年，在主城區和市開發區，政

府支付的土地出讓金通常是每畝10至12萬；而土地市場上的拍賣價多在400至

500萬之間，最高的逼近千萬。這10%的村留發展用地不同於通常的集體建設用

地，這地已經屬於國有土地，與被政府拿走的土地一樣，可以直接上市。所

以，對那些土地被徵的村來說，土地出讓金只是小頭，而村留地才是一筆價

值不菲的財富。以位於中央商務區的某村為例，該村一塊160.776畝的土地被

徵後，於2009年9月由一房地產開發商以總價152,000萬競得，每畝單價高達

945.4147元。就在這一個地塊上，該村的留地就獲得了1.5億元的收入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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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州，集體土地雖然都由農戶承包了，但國家徵地卻以行政村為單

位，村集體組織理所當然地行使土地所有權主體的職權。土地補償款的分配

在不同的村各有不同，如在有些村，徵地款由村集體抽取一定比例後歸土地

被徵的承包戶，而更多的村則在全體村民中按人口平均分配，徵地後，村裏

對承包地進行調整。但價值更大的村留發展用地，幾無例外均由村集體組織

掌控。隨着土地被徵收，村集體資產由土地轉化為貨幣、商業用房等財富，

不少村的集體組織就成了掌控巨額資產的企業，而村幹部也就成為企業的高

管，每月有了固定的工資。

這雖然是現階段伴隨徵地過程出現的現象，與經營性建設用地上市不是

一回事，但是我們有理由認為，既然徵地過程是以行政村為單位，那麼，在

將來土地交易市場上轉讓承包地的權利主體很可能也不是農戶；起碼，我們

無法把所有者的「集體」排除在交易主體之外。如是，則很可能導致如周其仁

所說的「二十年農村改革的基本成果，可能重新動搖」cl。

可當下，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觀點仍然很有市場，尤其在基層政府看

來，集體作為土地產權主體，是理所當然的。以徵地為例，首先，作為徵地

方的政府當然願意與村集體組織打交道而避免與一家一戶的承包人來往，這

樣起碼可以節約交易成本；其次，如此可以使得集體經濟得到發展，真正實

現了集體資產保值增值；再者，避免少數村民把用承包地換來的貨幣揮霍一

空，失去生活保障，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

可問題在於，如筆者前面已經提到的，集體所有制無法相容於市場經濟

體制。其中一個原因是，集體資產的產權關係不僅不清晰，更是不確定。比

如因農村社區人口變化要求調整承包地與承包經營權的穩定之間的矛盾，在

集體所有制框架內就很難協調。何況城市化、農地非農化過程打破了農村的

邊界，影響了判斷村民、農民以及社員的標準，最後導致甚麼人可以享有集

體利益的不確定，使得集體利益的分配處於無序狀態。仍然以台州為例，在

一些沒有隨着城市化進行戶籍

與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市區 

農村，由於土地非農化形成相

當數量的集體財富，但如何合

理而公正地分配這些財富卻 

成了難題，並由此不斷引發不

同群體間的衝突，其中諸如

「農嫁居」、「居嫁農」等現象，

幾乎成了無解的難題。這在一

定程度上說明，在培育土地市

場的過程中，對土地集體產 

權的改革是不可或缺的。也就

是說，隨着土地市場的建立和

完善，諸如怎麼使農民在不 隨着土地被徵收，村集體組織成了掌控巨額資產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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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自己土地的前提下確立並行使自由退出集體的權利和自由退出農業的權

利，很可能必須提上議事日程cm。

當然，人們或許可以爭辯，以上說的是徵地，而土地被徵收與土地在市

場上交易並不是一回事：被徵土地是包括所有權在內的全部權利都轉為國

有，這當然無法把作為土地所有者的集體排除在外，但如果出售的僅是土地

使用權，那麼這應該與城市轉讓商品房行為一樣與所有權無關了。這似乎又

繞回到前面的問題了。如此，筆者把這個問題與前面提到的「所有權不重要」

結合起來，對集體所有權與承包權的關係作進一步分析。

在城市，國家出讓土地使用權是買賣雙方根據市場原則進行交易的行

為；而農戶是憑社區成員權獲得承包地，無需支付代價。同時，國家通過市

場出售土地使用權不僅使得買賣雙方權利義務「兩清」，更使得國家獲得一筆

後續開發資金；加上國有土地的範圍廣大且出售的是一定期限的使用權，如

此，國家對要出讓使用權的土地可以進行滾動開發，出售的土地資源可以源

源不絕。對城市土地統一歸國家所有是否合理暫且不論，但國家作為城市土

地所有者的持續存在也就沒有問題了。

比較而言，集體是一次性地把承包地全部分配給農戶（按照〈決定〉中「土

地承包關係長久不變」的政策），「集體」就是「集體成員」的集合；「集體所有」

是土地存在基礎上的「所有」。如此，只要承包地仍然留在「集體成員」手中，

「集體」與「集體成員」、集體擁有的土地所有權與其成員擁有的承包地的關係

雖然不清晰，但總算還是個「關係」。然而，如果農戶像城市商品房業主轉讓

二手房一樣把承包地轉讓出去，同時又由於承包地使用權幾乎沒有期限（即所

謂「土地承包關係長久不變」），這就完全割斷了承包地與其所有權的關係，所

謂的「承包關係」也就不存在了。這樣，隨着出讓承包權的持續，不僅集體手

中的土地所有權會變得空洞無物，同時它的成員也將隨之失去，除非硬性規

定購進承包權者必須同時加入該集體，否則連名義上的「集體」也沒有存在必

要了。但如果這種「集體」可以通過市場交易行為自由進出的話，這「集體」也

就不是公有制的集體了——如是，這簡直就為農戶自由退出集體和自由退出

農業找到了一個方便之門。

這裏筆者僅在作浪漫的「猜想」。因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建立城鄉統

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允許上市的僅是「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但在現階

段農戶佔有的土地只有承包地和宅基地，這二項都不屬經營性建設用地。經

營性建設用地基本上還是在「集體」手中。你可以說，在一個較完善的土地市

場中，農用地與建設用地乃至經營性建設用地並沒有絕對的界線，但那是在

遙遠的將來。這裏的分析僅僅表明，在集體所有制框架內，土地所有權和承

包權不可能完全徹底地分割開來：如果農戶獲得完整的土地產權，集體所有

權也就不存在了；保留集體所有制並賦予村民完整的土地產權是一個悖論。

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說到底，就是要從「身份」走向「契約」。既不想拆除

集體所有制這「爛尾樓」，又想要把農地制度融入市場體制，沒有這樣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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